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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與思想探索：社會主義青年社‧新苗/先驅》 (標題為編輯所加) 

 受訪者：區龍宇 

訪問者：葉蔭聰、劉麗凝 

訪問整理： 劉麗凝 

 

葉： 這一期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在香港｣。 

 

劉再復(編按:李澤厚)有一本書叫《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如果按他的理解，馬克思主

義真的很弊。 

 

葉：我們可以先從個人出發，然後再從過去看香港馬克思主義。首先你是在怎樣的情

況下接觸左翼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呢？ 

 

我的接觸就是因為保釣運動，最近我寫了篇文章，遲點會在「獨立媒體」投稿，題目

為《為甚麼我不再保釣？》我是從 71 年的保釣開始，但從 2000 年，甚至到更早，我

們不應該再去保釣，至少民間的保釣是不應該再做下去，否則助長了中國作為次帝國

主義國家（sub-imperialist state）的霸權主義。或者有人說中國已經是帝國主義，總

而言之，無論是 sub-imperialist 或是 imperialist，根本都是霸權國家了。 

 

71 年的時候我在讀中二（14 歲左右），我是透過學聯的中學生組參加保釣。當時我太

年輕，對於開始發生的思想論爭不很了解。直到中五(即是 73、74 年)我才實際接觸

《70 年代雙週刊》(下稱：《70》)的成員，之前已經讀過他們的雜誌。當時我上門找

他們的，我去到的《70》時候，吳仲賢已經走了，我就跟隨其他成員四處玩了一年，

也幫忙了一點點《70》的工作。 

 

《70》的出現令人耳目一新，我們很多人都受這雜誌的影響。他們是無政府主義，無

政府主義也是一種社會主義，但最初不是很政治化，反而是著重文化上，或是社會上

的批判。《70》是當時唯一出現的左翼，而且又在運動裡面，不過當時左翼的影響非

常微弱。如果政府不鎮壓(保釣)運動，那麼未必會那麼快就出現更多的青年運動，

《70》也不會那麼快出名。最初《70》的人其實不是太政治化，保釣之後，很多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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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醒了，但兩岸政府完全不理保釣運動，所以香港的運動很快就進入瓶頸，大家開始

覺得要尋找出路。72、73 年大家都很苦悶，都不知道到底應該如何搞下去？這種苦悶

的情況促使大家出現分化，一部份人想更正視香港本身的社會問題，所以慢慢地從保

釣運動分出一部份人，他們探討社會問題，例如發起和參與 73 年反貪污捉葛柏運動。

由 73 年開始，《70》裡面有一部份人轉為托派，有些也是受第四國際影響的。吳仲賢

最先離開《70》，轉為搞《戰訊》，後來才有革馬盟；但有些人是不想出來，想仍然

留在《70》裡。 

 

我是 74 年中學畢業前後接觸《70》的朋友，後來再參加「社會主義青年社」，這個組

織出版《新思潮》。社會主義青年社是受《十月評論》的影響，即是老一輩托派，所

以我大概知道早期的革馬盟的歷史，但不會太準確。我加入革馬盟是 1978 年，那時所

有青年托派都要統一，因為不想老一輩的托派「阻住晒」。 

 

葉：革馬盟是不是第四國際的正式支部？ 

 

革馬盟不是第四國際正式的支部，《十評》才是。但因為當時有一批香港人前往法

國，向 1968 年革命朝聖，成為一種潮流，去了法國就成為托派；當時的《十評》是地

下的，而且地下了數十年。這也是難怪的，因為托派在 1952 年國內都被全抓了，香港

由 50 年代起英國政府也驅逐了不下十個本地的托派，有些人去了澳門或台灣，所以他

們受的打擊太大，所以只能地下。但到了 70 年代，其實不應再地下了，但他們仍然保

持地下，年輕托派就覺得很傻。雖然《十評》是第四國際正式的支部，基本上都是完

全自主，不同於現在一些國際組織，由中央控制(英國的組織)。巴黎第四國際的傳統從

來都不是這樣。所以《十評》的方針是自己制定。但由巴黎回來的青年覺得無法與處

於地下的《十評》合作，《十評》也怕你會連累它，所以年青托派在法國同志的支持

下就出來搞革馬盟，淵源就是這樣。 

 

葉：你中學畢業後一直跟左翼團體、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團體越來越緊密，從你個人的

經歷上，其實有沒有特別的原因？例如最初參與保釣運動的人不一定有左翼思想，你

回看自己的經歷，為何思想上會有這個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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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跟現在「90 後」這一代開始不要中國人的身份，心理是相似的。我們那一代人

都是｢無根的一代｣，是我們那一代共同的心理特徵，上一代是完全不理解的；正如目

前很多人不了解 80 後、90 後，主流的泛民也不了解。其實他們應該理解，但可能人

年紀大了就開始退化，不久前有一位主流泛民，都是 70 年代出來，但是他就對後生一

代雖不是批判，但就是不滿意學民思潮，但他們忘記了當初他們那一代出來時，共同

心理是對香港和對中國都缺乏歸屬感，因為保釣被港英政府打壓，但當時無論共產黨

還是國民黨政府，都不支持保釣。那個時候的鎮壓尚算溫和，但不准許我們派傳單，

警察可以拘捕你，而且荒謬的是派英文傳單是合法的，但派中文傳單，就必須獲得批

准，所以當時大家有種民族感情在裡頭，覺得要反殖。但中共和國民黨都不支持港人

反殖。 

 

參與保釣後會發現，台灣政府不理你，中國政府不理你，當時《文滙報》是如何報導

評論保釣運動的學生呢？它批評學生，要不是｢別有用心｣，就是被人利用，又說保釣

與否是我們國家的事，我們國家自然會去處理，你要相信人民相信黨。就是用這種語

氣。正如後來白樺所說：「你愛中國，但中國愛不愛你？」我們那一代存在一種共同

的憂鬱，我們是無根的一代，我們不是英國人，我們只是臣民；大家都覺得自己是中

國人，但中國不會理你，所以這種身份的迷惘其實是相當苦惱的，我想我們一定要從

這個角度去理解現在的學民思潮的學生。他們心裡有很大的焦慮感，是我們大部份成

年人，特別是四十歲以上的中產人士是無法理解的。但當年如果不是曾經參與過保

釣，你是不會了解，你愛國，但政府不愛國，而且完全不理睬你。這些知識是課堂學

不到的，是必須自己走出來抗議才會明白。當你走出去的時候，你會體驗到這才是真

正的社會。這種感覺與經驗，也適用於今天佔中的青年人。 

 

七十年代的大學開始出現很多社會服務團，他們沒有左翼思想，只是一種同情心，組

織訪貧問苦，後來國粹派也大搞訪貧問苦。我記得我去過銅鑼灣避風塘，或是去公共

屋村，你會有很深的印象，因為雖然我是貧窮人家，但我不是住公共屋村。我第一次

(當時我仍是中學生)去公共屋村就是訪貧問苦，直到今天我仍印象深刻。公屋七層天

呢！我們一直行過去，見到那些小孩爬在地上，皮膚長滿了癬，都是沒有人理會的，

這些小孩滿街都是，全身都很髒。當時我住在旺角，我從來是沒有見過這些景象，所

以這種社會的現實讓你反省。後來我中學畢業後在一間英國大行工作，做 messager

的工作，有個好處是經常去大老闆的淺水灣的大洋房，那種貧富的差距是很難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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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都是社會的現實，是很令人震驚的。記得 74 年有一次聚舊，有幾個美國留學

後回港的朋友見到我，就問：「為甚麼你整個人不同了？」其實這是學習的過程。 

 

葉：剛才你說你那一代人有一種無根的感覺。我見到很多時候也有人用這個字眼，但

同一時間又是七十年代初出現了國粹，特別是比較多在大專裡出現。 

 

中學也有的，因為保釣的關係，即使是中學生組後來不再有甚麼活動，但人脈關係仍

然存在，例如有人讀完師範後去教書，這些都在滲透，所以是擴張得很快。我想國粹

派都是在 73 年才正式的出現，有跡象顯示崔綺雲是發起人，但是無法去證明，因為當

時他們經常出入新華社，關係非常密切。國粹派搞｢中國週｣都有不少中學生前往參

觀，甚至包括我一些同學，他們在念大學，在中國週擔任導賞員。 

 

劉：是否因為左派學校動員才會有這麼多中學生前往參觀｢中國週｣？ 

 

不是的。不要看輕當時的情況，因為當時的確有一種民族感情在裡面，然後八十年代

再出現，例如「龍的傳人」等。當中國有些微希望的時候，中國人的感情就會出來，

所以八十年代不是偶然，雖然很短命，也應該短命。但七十年代的民族感情的確是存

在，因為你是受英國殖民的統治，除非你是高等華人，否則你會感到不順氣。因此不

少年青人參加中國周，不是因為來自左派的系統，而是出於民族感情，或是抽象一點

來說是｢公義｣而成為國粹派｡ 

 

最初我都是出於民族感情，但很快我的目光便轉向貧富懸殊的社會。當然當時我不太

懂怎樣說出來，但後來我就明白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說，每一個民族自己都分裂成兩

個民族：富人一個民族，窮人一個民族，富人是" Gods of  Olympia"（奧林匹斯山上的

眾神）。窮人在一切方面，不只是經濟差異，精神面貌文化品味已經完全是兩個世

界、兩種語言。我出身不是富人，而又經過運動，我就認識了這個社會，你的視線自

然就會轉過去，當時我是完全不自覺的。我記得當時爸爸給我一部照相機，我出於自

發，專登去拍乞丐，我當時解釋不了，但後來知道，是因為覺得社會很有問題。不要

忘記直到 1971 年香港才有小學免費教育，之前我們全都要自己交學費的，社會貧窮的

情況是令你很忿怒的。沒錯我們中國人是被欺負，但高等華人有被欺負嗎？完全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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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們跟殖民地政府生活得非常開心，所以就會很想找到解釋為何社會出現貧富差

距的問題。 

 

葉：你加入革馬盟後，主要是從事甚麼類型的工作？ 

 

在加入革馬盟之前，我是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社。社會主義青年社由 74 年開始（我

76 年才加入），最初的時候是用另一個名稱，後來 78 年整個社會主義青年社的人都

加入了革馬盟。原因大家都是年輕人。但《十評》還是地下，到底大家可以去哪裡開

會呢？因為是地下組織，他們當時是去紅梅谷開會。當然我很尊重他們，他們受到如

此的打擊仍然堅持是很難得，而且你不清楚到底甚麼時候會輪到你，因為政府可以隨

時將你遞解出境，那時誰會講法律、相信法律的人就是傻的，所以他們的工作是相當

困難；但這就使他們很難與青年合作，後來幾乎所有年青的都離開十評，加入革馬

盟。 

 

革馬盟主要是由《戰訊》及社會主義青年社兩批人組合而成。托派要搞組織，但無政

府主義是不想有組織，長期合作就變得很困難，所以沒有《70》的人加入革馬盟，

《70》就保持無組織的刊物的狀態，到 78 年都不正常化了。 

 

革馬盟在 1974 年成立，四年後我才加入革馬盟。我最初都沒有計劃自己的角色，都是

順其自然，結果以寫作為主。78 年主要是我去編輯《新思潮》(以社會主義青年社的名

義出版)，《新思潮》的前身是《左岸》。雖然革馬盟統一了，但仍然搞兩份刊物，

《新思潮》是針對更年輕的中學生；《戰訊》是成熟一點的，會站得比較前，是有風

險的，你就考慮承受能力。我們就做中學生的工作。 

 

雖然加入了革馬盟，但我跟吳仲賢他們年紀相差了幾年，以前你在一個運動高漲的情

形下，三年已經是一代人，正如現在一樣。我是屬於年輕一點的那一批。80 年我與幾

位朋友被革馬盟開除（因為搞學習班），但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們從 81 年開始不再出

刊物，而且發生了吳仲賢被捕事件，之後革馬盟基本上瓦解了。吳仲賢因支援內地民

運人士而被捕，後來中共把吳仲賢放回來，但要他做臥底，他表面上答應，心裡當然

是不肯。吳仲賢回港後向組織交待了來龍去脈，但第四國際覺得吳仲賢答應了(中共)也

是不對的，所以這一役加速了他們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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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你們為甚麼被革馬盟開除？ 

 

因為路線上有分歧，而且這個分歧大家未有好好討論。簡單來說，就是對形勢估計和

對策的分歧。從 60 年代(特別是古巴革命)全世界青年的激進化運動，全部的托派、外

國的毛派(中國那些不計)，包括無政府主義，所有的左派都在期待一件事：就是青年的

激進化運動會刺激起龐大的工人全面的反抗，每個人都期待這件事發生。所以第四國

際 1979 年大會就通過一個決議，說雖然 60 年代起有很大的發展，但主要是學生為

主。 所以我們一定要轉移重心到產業，鼓勵黨員、左翼的成員，去進入工廠，紮根工

人，當時吳仲賢、李懷明都贊成，所以他們全力推行這件事。劉子廉本來在教書，但

就辭職走去地鐵工作，後來地鐵工潮他也有參與；多數人都贊成這樣做。但我的懷疑

是，香港策略上是不是也要跟隨呢？我覺得還未到時候。 

 

當時我不同意這個做法，也認為當時大家的理論根基也很薄弱，即使你有工運高漲，

以此理論裝備，也很難影響很多人，因為理論不行，策略也不行。當然我對世界形勢

不是太清楚，我只是比較了解香港。但後來了解到，79 年之後，世界左翼其實是全面

走下坡，就是 Long Down Turn，以及新自由主義全面的勝利；香港也是完全走下坡，

你看看從 70 年代至 80 年代罷工的數字就知道。同時，香港的資本主義更加起飛，再

加上殖民地政府的打擊。港英政府從鄧小平上台後，就改變政策了。76 年發生天安門

事件，托派與無政府派(《70》)在維園合搞了一個聲援行動，港英政府竟然批准。但

79 年當中英友好又再確立後，就不再批准我們搞集會。我們堅持要搞，港英政府就拘

捕我們，拉了三個人坐牢。所以殖民地政府加上共產黨的雙重打擊，革馬盟慢慢散

檔。直到 1988 年，一些前革馬盟的人，才再組織四五行動，但嚴格來說已不是社會主

義團體（Socialist Organization），所以已變了模樣。外面的打擊，加上自己理論根底

不足，錯估形勢，組織就瓦解了。 

 

葉：1980 年你離開革馬盟後，就開始搞《先驅》、《新苗》？ 

 

是的，成員主要是由革馬盟出來的人及《新思潮》的年青人。先驅社直到現在仍然存

在，沒有瓦解，只是年紀大了，已沒有太多行動能力，更沒有甚麼影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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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革馬盟之後，除了出版刊物之外，我們都著重行動：例如我們都很積極地參與中

英談判時期的回歸辯論，1983 年我們是左翼的回歸派，主張一定要在香港爭取自決(當

然沒有人理會)。86 年積極參加反核，親歷張文光講，｢中央決定了，大亞灣核電廠一

定會興建｣，於是鳴金收兵；88 年直選我們要求爭取全面普選，但他們只爭取一半直

選，我們盡量求同存異，希望加入他們的｢民促會｣，但他們不准。黃偉雄(公務員工會

聯合會)當時也出來講：｢你們（民促進會）爭取至少一半直選，與他們要求全面直

選，也非根本對立，怎可能不讓人加入呢？｣ 

 

當時作為一個托派組織，或者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團體，是要面對全面的排擠，就算支

聯會讓你加入，他們都用很多方法來不讓你發言。王凡西講過：「很多人都是在無權

的時候就要民主，有權的時候就要紀律、集中」，支聯會/泛民更是這樣。支聯會每次

集會都有幾十萬人參與，但他完全不會讓你派傳單，至少最初是這樣。為何會這樣？

你可以理解的，那就是他們的路線不同。張家敏公開地講過：『一定不可以和托派一

起，這樣就跟中共｢無偈傾｣』，讓托派加入就會跟中共｢無偈傾｣，這是眾所周知的，

所以為求與中共｢有偈傾｣，就要排斥路線不同的托派。 

 

現在我們都知道，司徒華在整個 80 年代，其實跟共產黨保持藕斷絲連的關係，所以對

托派排斥得如此徹底。不過，有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70 年代年輕托派，的確有時會犯

一點極左錯誤。立場與綱領無論怎樣好，策略仍然需要講究的，但這方面他們得不到

真傳。例如 78 年的「金禧事件」，革馬盟做了一件錯事，就是他們認為金禧爭取到復

校並不是勝利，他們認為這是失敗，但我覺得這是錯的。雖然金禧師生爭取不到原校

復校，但畢竟爭取到復校，避免了老師被開除，學生無書讀的狀況。任何社會運動和

鬥爭，你不令統治者痛一下，你不會爭取任何東西，但你一令他們痛，他可能會做少

少讓步，但同時也會對付你，這是活生生、力的鬥爭，所以社會運動不會那麼輕易大

獲全勝。 就如罷工，有多少罷工是可以全面勝利的？多數都是局部勝利。你只能夠盡

力贏，但不能說沒有大獲全勝就是輸。 

 

你可以講這是革馬盟不成熟的地方。他們畢竟年輕。這也是很正常，你要從實際運動

中學習，但這往往會成為別人的藉口，不跟我們合作。不過，我那時所屬於的社會主

義青年社，那時還未與革馬盟統一，社青社的立場就跟他們不同，我們覺得應該要承

認勝利，縱然那是局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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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89 年之前你們都遇到幾件事件，例如香港的前途問題、反核、89 對你們有甚麼影

響呢？ 

 

當然很大，雖然我們不是真正很意外，因為由 88 年已經開始看到，大陸有人開始敢

言，而那是源自 86 年的學生運動。大陸新一代，以 86 年的學生運動為例，就已經是

改變中，當然沒預計到會如此高漲。八九民運最後結果變成這樣，然後帶動整個蘇聯

的崩潰，即所謂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對左翼既是一個解放，又是一個打擊，但首先

是打擊。我記得很清楚，89 年六四之後，東德發生巨大群眾運動，我們有一個成員，

他是大學生，他打電話告訴我：｢我覺得我們完全錯了，你看蘇聯崩潰，社會主義、共

產主義徹底失敗了。｣我說：｢我們之前都討論過，這些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是官

僚社會主義，官僚從長遠來說壟斷政權就是為了發財，所以恢復資本主義是必然的，

這根本不代表社會主義的崩潰。｣最後那個成員還是退出了，你就知道雖然斯大林主義

並不是真的社會主義，但它卻打著這個名義做了許多壞事，然後，你試想想蘇聯這個

地球佔六份之一領土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會變得如此｢化學｣，一下子崩潰？這

怎會不造成左翼運動失去信譽？總之，蘇聯陣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它的崩潰，

卻帶來全球性的右轉。不過嚴格來說，其實從 80 年代世界已經開始右轉，而起點就在

文革及赤柬，這是使社會主義失去吸引力的起點，因為大家都會質疑，號稱社會主義

的政黨，竟然會做出那些事情，然後 89 至 91 是致命的一擊，所以真正的左翼要使人

加入及理會就變得更困難了。 

 

葉：其實我一直搞不清《新苗》、《先驅》這兩個名，到底是先有《先驅》還是《新

苗》？ 

 

次序上最初是叫《新苗社》，後來才叫《先驅》(94 年左右)，應該是頒布基本法之後

才叫《先驅》。不過成員人數不多，高峰都是十五人以下，通常都是學生或知識青

年。八十年代初革馬盟開始瓦解，四五行動於 88 年才成立，期間剩下的托派組織或是

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就只餘新苗社及十評。 

 

我們是有參加行動，但主要的都是思想的探索，通過刊物以文會友，一起探討真正的

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勞工運動，雖然 1925-1927 是很光輝，但後來也失敗得很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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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林斷送得太慘。1949 年根本是農民革命，不是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工人階級革命，但

不管怎樣，中國沒有工人運動，那麼馬克思主義也就很難有個土壤，皮之不全，毛將

焉附啊？共產黨根本不會有幾多馬克思主義的。所以表面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將近有

一百年的歷史，但是真正的歷史是很短，我說的是原來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即源自

西方的、開放的、自由的馬克思主義。在大陸，「自由」兩字竟然成為一個  “dirty 

word”，這是很荒謬的一件事。總之，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沒有在中國生過根，時間太

短。我理解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教條，而是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幫助我們了解真實

社會，所以馬克思主義不應該是封閉的。但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沒有生過根，所

以我們這班人覺得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多點研究、探索和學習，不管有沒有影響。 

 

可是左翼思想已經斷了代。不過也不要緊，Life will find their own way(生命自會尋找

自己的道路)。我們做的東西沒有太大的影響，但至少對我們這批人，雖然有些因為上

有高堂、下有子女，而不能不淡出，都仍然沒有散檔，因為仍然可以自得其樂，而且

回看過去，比照眼前，仍可看到，我們所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工具，丟失

它是很浪費的，而在研習過程中我亦學到很多東西。 

 

葉：思想上有沒有出現過變化？例如 80 年代開始的時候，你們都強調思想性的探索，

我了解不少左翼的團體，它們思想上的探索會涉及政治上的爭論，往往在思想上有批

判的對象，或是要處理的問題。80 年代要處理、面對、批判的對象，跟後來有沒有不

同呢？我試講一些印象，但不肯定對不對，例如我在 80 年代尾開始讀《新苗》，當時

你們會對選舉的問題批評民主派，對選舉、對民主的看法，我印象中你們當時要對民

主派有一種批判。當然對中國的批評和反對是很清晰的，但是香港特有的狀況下，你

們都有不少的對香港的民主派的批評。 

 

批判當然是，因為幾個層次，最基本的層次是泛民的自由主義派，特別是港式的自由

主義，基本上可以說是自滿的中產，8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好像人人都受惠，但其實

90 年代開始，當香港的產業空洞化，香港的製造業曾經佔 40%的勞動人口，然後由短

短十年間由 40%跌到不足 10%，目前更只剩下 3-4%，其實大批製造業人口失業，大

批 downward mobility（向下的社會流動），本來是車衣女工，都變成清潔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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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有沒有社會政策來針對產業結構改變所帶來的就業問題呢？只有一樣，就是主張

再培訓。但再培訓後做甚麼？洗碗、清潔。我現在的清潔鐘點都參加過再培訓，她以

前就是車衣女工。這是泛民的 failure（失敗）。我想我們在二、三十年前指出過，如

果你不理那班貧窮的人，他們將來可能有一部份會變成建制派的群眾基礎，當他們貧

窮到極點的時候，他們的一票就變得值錢，會出現買票買票。而且有時不是出於買賣

需要，而是一個心理的問題，蛇齋餅粽當然是有物質的一面，但重要是因為你關心

我，你送餅給我，我當然投票給你。 

 

香港的泛民，就是港式的自由主義，是等如沒進化的自由主義，港式的自由主義完全

忽略貧窮失業的問題，對於這個重大的產業結構重整（restructuring），台灣都會有人

搞｢反關廠連線｣，現在仍然存在。香港甚麼都沒有，只去說服政府搞再培訓，這個失

敗是民主派的失敗。所以我覺得我們當時針對這一點是對的，主張政府應該要帶頭創

造就業機會和介入。自由貿易、自由放任都是騙人的當時提出這些是沒有人會聽的，

但泛民過去的忽略，現在就看到目前的結果。 

 

第二是政治層次上上的。泛民接受循序漸進實現普選，以為共產黨真的會逐步給你，

但那是全錯的。我們在 80 年代已經不斷批判循序漸進論。如果連作為很起碼的普選要

求，都不力爭，那麼更高一點的民運自主，憲制改革，重寫基本法等等，就更不用說

了。泛民看不到的東西就是，中共本質問題，它無論從政治上、經濟利益上都必須控

制住香港，而民主派是看不到這件事，還以為中共會妥協。 

 

托派能看得深一點亦都因為過去有慘痛的經驗，也可以說是我們對史太林主義的理

解。1949 年當共產黨勝利的時候，當時所有的民主黨派全興高采列地上了賊船，大家

看看章貽和的《最後的貴族》就知道。當時中國的托派，在共產黨勝利的時候，卻決

定了應變措施，凡是在中國大陸露過面的就流亡香港，凡是在香港未曾露過面就回到

大陸進行地下工作，為何呢？因為知道中共一定會逐步消滅政治自由，根本不相信中

共的承諾。所以當時王凡西會出來香港，而鄭超麟就留下，這是大家商量好的，鄭超

麟是領頭人物，所以不能走，道義上不可以，一定要留下，結果被拘捕被關押 27 年。

王凡西走到香港，後來被港英政府發現，遞解出境至澳門，1973 年再流亡英國。因為

香港和澳門都是不安全的，共產黨派人上門跟王凡西說，我們要你何時回來就回來，

暗示可以綁架他回國，而澳門政府不會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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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托派為甚麼會做這個決定？是因為托派知道，中共所有講民主的東西都是假的，

因為它的專制本質是不能更改的。泛民覺得中共是可以慢慢改良，其實錯了。不過老

實說我希望是我們錯，我希望他們成功。我希望爭取民主，真是那麼容易。可惜不

是。 

 

葉：你說《新苗》不是一個很大的團體，甚至覺得沒有影響力，其實當中會不會有變

化？  

 

就是不斷變老，越來越老。自己要知道甚麼時候要退出舞台，見好就收，當然不是收

檔。《新苗》在六年前開始沒有再出版了解，這不是錢的問題，反而是因為沒有人寫

文。既然有年輕一代，就讓他們慢慢摸索。我都參加左翼廿一，它的成立我也有參

與，雖然都不算積極，也是支持一下，但終歸要靠年輕一代了。在 1999 到 2005 年

間，我們與一些反全球化的團體很積極參與全球正義運動，反對財團的全球化，但現

在比較少參與了。 

 

我們特別關注中國勞權，這是我們自覺的決定。以我個人為例，我自己都有參與全球

化監察，十多年前也有搞聲援中國勞工的運動，不過現在沒有了。但當時我覺得我們

要在華語世界復興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統，不能只關注香港，也需要關注中國，而

所謂關注，不能限於理論，更需要實際的了解。中國變化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所以在

回歸後，大家討論後，覺得要走入中國的基層，去了解實際的情況。中國走資本主義

是最大的壞事，但唯一的好事，是中共也不能不就社會控制上鬆動一點，可以有空間

讓我們到基層了解情況。你不能只按照媒體上的報導去了解中國。中國很多東西都可

以私有化，但傳媒一定不會私有化，因為中共要控制思想，結果，你想了解中國，只

依靠傳媒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光靠學者，因為你知道，在中國如果沒有政府的允許，

是不能做社會調查的，否則就是非法的。當然即使是非法但仍然有人做，但總之，你

想去了解真實的中國是很不容易的。何況我們不是學院中人，沒有學術渠道，所以我

當時認為，一定要做中國的勞工工作，不是因為以為可以發起一個工人運動，那是沒

有可能的，而是要自己親身去觀察，從中去了解真實的情況。我們在 80 年代，可以光

憑文獻研究去判斷，指出中國正在恢復資本主義，但要判斷中國勞工的狀況，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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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與心理，就要對真實的中國多一點實地了解。這對我們了解現時中國崛起的問

題，也很重要。 

 

葉：回歸後，其實不只是香港，全球的左翼思想開始復興，例如香港以前不會有人以

左翼之名去搞一個組織(如：左翼廿一，中大的左翼學會)，這一類組織雖然不是托派或

是革命馬克思主義，但是它是一個比較廣義的，你會怎樣評價他們，以及與你們過去

有何關係？ 

 

其實托派作為一個名稱，就歷史來說已成過去，這已經不是一個 political valid（政治

上有效）的名詞，而是 historical valid（歷史意義上仍然有效）的名詞。我覺得托洛斯

基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而且是一個實踐家，他有歷史的遠見。他補充了馬克思主義

理論裡一個不足的地方，就是現代官僚理論。馬克思主義有點歐洲中心主義。傳統西

方社會學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往往視官僚和國家機器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當

然馬克思也承認國家機器有某個程度的自主性（autonomy）但這個自主性是相對的。

我覺得基本上這個是對的，但不夠精細。托洛茨基的貢獻，就是指出，根據蘇聯的經

驗，在特定情況下，國家機器以及官僚，不僅自主，而且將所有階級都置於控制之

下，，甚至消滅。另一方面，雖然它有很大的獨立，但最後來說都是相對的，最後它

仍要從私有財產中找回權力基礎，所以它的歷史趨勢，就是恢復私有制，事後證明他

的預言是正確的。托洛斯基的理論分析，補充了這個空白。 

 

托派作為一個名稱，根本不是自稱的，而是史太林叫的，只有毛澤東才會自己叫｢毛澤

東思想｣，這亦是中國的特色。XX 主義，往往都是別人稱呼的，無論是馬克思主義、

托洛斯基主義......托派這個名稱，一直到冷戰時候，政治上還是 valid 的，但冷戰結束

後，蘇聯恢復了資本主義，你可以說一切回到原點，全世界都實行資本主義，這種情

況下托派這個政治名詞，已經失效了，成為歷史了。它的綱領和思想遺產，自然對今

後的社會運動有巨大參考價值。但這些遺產，需要根據已經大大改變了的現狀，來靈

活運用。 

 

左翼青年的出現，是一個好的現象，代表新的一代，就像我年輕的時候那樣，他們發

現社會原來已經爛成這樣，才會驚醒，自然就會左傾。最重要是有人出來反抗這種壟

斷資本主義。當然路是很漫長，而且一出來必然受到攻擊。現在中共最恨的就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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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最恨的是你想喚起低下階層及社會運動，尤其來自下面的反抗，所以左翼要做好

心理準備，會面臨中共的打擊。不過現在有一個好處，就是共產黨太反動，已經成為

人民公敵，連泛民都無法回頭。 

 

葉：過去若干年出現了一種全球的左翼思想復興，但同一時間，特別在香港開始有一

些新的右翼抬頭，可能甚至跟以往跟經濟的那種右翼是不一樣的，現在有人稱為本土

右翼或右翼民粹(有很多種不同的叫法)，但總體來說都是一種新的右翼思想，你如何看

待這種新的現象？ 

 

雖然是新，但我不意外。年青一輩是在六四事件、三聚氰氨的陰影下長大，又怎可能

對中國有好感？我自己很多年都不想回內地旅遊，我想我有十幾年沒有回中國旅遊(不

計工作)，我自己心理也是這樣，何況是年輕人？這是第一層。不認同中國人本身不一

定是右翼，但是發展成為排斥中國人就開始是右翼，但這又有新與不新的一面。本土

排外主義，思想來源就不新，都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國民黨，或是今天的共產

黨，他們都是右翼民族主義，只不過他們的民族身份是中華民族，而本土右派則是香

港民族論。 

 

他們的思想淵源並不新，但是它對年輕人有吸引力，這就是新的。因為它和民族主義

一樣，它製造了新的圖騰，而圖騰是有 magical power（魔力），一拿圖騰出來你就要

跪下。我想在老謀深算的人來說，他們只不過用這種東西為自己來充權，但另一方面

給了假的權力感給年輕人，讓他們有一種優越感、權力感。讓他們擺脫無力感，所有

法西斯主義都有這種特點，所以是很危險的。我們一定要正視它，我們一定要與他們

競爭思想，否則年青人被吸引過去是很弊。不是我相信它可以發展成很強大的運動，

而是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藉口，讓共產黨直接統治香港。以我對共產黨的認識，這些

本土右翼裡有些人已經是他們的臥底，是絕對有可能，所以危險在這裡。這等於提供

一個支點去讓共產黨去直接收回香港。我現在正在寫一篇文章，就是如果今天要跟共

產黨鬥，我們就應該弱化民族或地域身份的論述，而強化民主論述，因為如果用民族

身份去對抗，我們的下場會慘過西藏，但是今天的香港唯有佔據住民主的論述，即使

暫時被壓制得很慘，但是會促進大陸民運的復興，從中共的後園反攻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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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裡通大陸人民，從根本上制約中共，港人是沒有辦法與中共鬥；短期、中期還

可以鬥一鬥，但是拖延到二十年時間就死定。你到時仍然很年輕，你們始㚵要去面

對。我已經老了，佔領我一定會去，但佔得多久呢？我做不到太多事情，要靠你們

了。這是對香港的很大的考驗，如果我們不聰明地反抗，我們死定了。這跟左翼有何

關係呢？何謂左翼和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不過就是最徹底的民主主義而已。

所以左翼一定要全力投入爭取民主，哪怕是局部的民主，都比較專制好。 

 

那些號稱左翼又根本否定爭取代議民主的人，客觀上都是中共的同路人。例如我看到

一本號稱左翼的雜誌，有一期刊登的全都是假左翼之名，全盤否定代議民主的文章。

其實這是「國家主義」、「國家萬歲」，很弊，但他們採用最革命的言詞。香港現在

最弊的是甚麼呢？自稱民主派的，卻有太深的中產狹窄視野；自稱左翼的，或者是共

產黨式的，或是沙龍式的。社會的改變、思想的改變是從實際鬥爭中，而不是講出來

的。 

 

劉：過去有些社會派會認為托派是滲透、搶人的，金禧事件也出現這些講法，這些張

力是怎樣的？ 

 

當然有這些張力，但是這不過是正常的黨派自由競爭。而且，從實力對比來看，托派

只是很小的組織。我想 1978 年青年托派統一後，我記得大概只有六、七十人而已，而

且絕大部份不是大學生，大學生數量很少，所以在學院內基本上無法與國粹派爭奪，

只能跟社會派結盟，例如吳仲賢會與曾澍基他們結盟，但是基本上托派經常都爭輸。

你可以說由 74 年至 78 年，基本上大部份學生會與學生報都是在國粹派手中，印象中

只有《學苑》，或中大學生報(視乎是哪一屆) 是例外。 

 

社會派本身都是被邊緣的，托派根本上在學院是不入流，雖然被攻擊得很厲害，寫大

字報說托派是「反華反共反人民」，其實沒有太大影響力，有的主要都是通過社會

派。當然我們有個別的大學生，不過不能公開身份，否則會很麻煩，而且人數也很

少。所以張力主要來自國粹派，他們排斥其他派，用盡一切官僚手段，那是一面倒

的。當年我們在中大門口派傳單，都被國粹派驅趕，我記得當年是 1976 年宣傳天安門

事件，他們說如果我們再派傳單就報警，所以我們是一面倒被國粹派排斥。連社會

派，都根本沒有資格去排斥國粹派。現在我們很清楚，以前的新華社有一個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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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就是專門做教育界和學生的統戰工作，也會找職業學生入大學，然後組成內圈、

外圈，是相當有組織的。所以是中共國家機器在滲透學界。 

 

葉：從這個意義上去看，即使托派是很少的人，但反而我覺得思想上的影響反而是存

在。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我以往讀書時我是參加國事學會，我作為新生想了解過去

社會派、國粹派的人，他們到底講過些甚麼？要尋找這些資科是很困難的，你可能真

的要找回當時的刊物，或是遇到以往的人，但倒過來國事學會的書架上肯定有幾本托

派講馬克思主義的書，你們的《新苗》學生會是一定有的，很明顯你在 70 年代的時候

可能在大專的影響力不是很大，但時間一拉長，而托派一直有做出版和思想探索的工

作，所以慢慢形成思想層面中會有影響力。 

 

其實蘇聯都可以崩潰，何況是國粹派，去到 77、78 年，他們基本上是名譽掃地，我有

親戚都是工聯會的，在四人幫倒台後，有很多定期到工聯會每週學習的忠心黨員，這

時都罵那些領導：｢林彪當權你就叫口號，什麼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倒台後又話他反革

命，然後天安門事件又是反革命，後來卻話是革命行動，天下間豈有如此翻雲覆

雨？」工聯會直到 1967 年，都有數以千計忠心的會員，他們真的反資反殖，但一場由

北京操縱的暴動，卻把工人徹底出賣了。至於國粹派學生，最大的頭頭，後來都成為

有錢有名的人，所以國粹派崩潰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被殖民如此長時間，香港政治上的能力是很不足的。我想，現在一些左翼青

年，直接就幹起來，這是好的。不過，關於重大問題，例如香港的形勢、適合的戰略

等等，估計錯誤的話，就會輸得很慘，這個也最好有個了解。 

 


